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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生于1963年，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，先是在信用社工作了几年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我开始自己做生意，坐长途汽车到苏北苏中的东台、海安一带收购蚕茧下脚料，卖给吴江的加工企业，一年能挣万把元。那时候，万把元是个大数字了，我算得是村里的能人。
就在我干得正欢的时候，1991年下半年，镇里找到我，让我担任龙降桥村经济合作社社长，分管工业。
那时候村里有些什么企业呢？其实不多。有丝织厂、服装厂，规模比较大的有两家，加起来也就是四五家。尽管一年的个人收入只有4000多元，但我没有讨价还价，一干就是三年。
这三年，正好是村办企业发展面临困难的时候：由于技术上没有什么门槛，各地雷同的企业一哄而上，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。我接手经济合作社社长后，还兼了几个月丝织厂厂长，我发现，这家拥有100多名职工的企业，除了设备陈旧外，管理水平也很差，产品合格率不高，因此，企业效益很一般，一年的产值也就是200万元左右，利润非常小。我跑过贸易，当时心里就有个想法：这种类似大锅饭的管理体制，一个企业想做大是很难的。
1995年，龙降桥村班子调整，镇里安排我到镇多服公司工作，享受定工干部待遇。但那时候多服公司其实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，忙惯了的我很不适应。几个月后，我回到村里，自己办了家塑料厂。办厂的资金不多，总共五六十万元，我自己筹措了一些，又向银行贷了一些。厂里主要生产塑料粒子、PVC材料，也就是十几名工人。
自己办的厂，管理起来就精细多了，产品质量也有保证，因此产品很畅销。通过招投标，企业的产品被浙江临安的一家电缆厂选中，专门为我们提供配套原料。尽管企业不大，但一年的利润能达20多万元。到了1998年，临安的电缆厂动员我把厂搬到那里，这样可以省下很多运输费，我想想很有道理，就搬过去了。但是，在此之前的1997年，龙降桥村的老支书庾荣泉就一再动员我回到村里工作。结果，办在临安的那家企业营运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就把设备卖了，彻底回到家乡。事后想起来，当时老书记喊我回来是有目的的，他想让我接班——我在1997年就入党了。
重新担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后，我肩上的担子比以前重了，因为村里的企业变得多了，增加了4家绢纺厂，村集体的年收入达到将近30万元。要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能有这么多，已经很好了。2000年1月，镇党委任命我担任龙降桥村党支部书记，那一年，我37岁，是全镇最年轻的村支书之一。
接任书记后，我发现，一方面，村级经济在壮大，另一方面，村级债务也很多，欠银行的贷款就有80多万元。因为还不了本金和利息，村部都抵给了信用合作社！村干部没地方办公了，只好搬进被合并的小学的平房里。
那时候，我见到村民都感到有点难为情。因为村集体经济不强，村里没法为村民办实事，干部在村民心里就没有什么地位。这让我感到苦闷。思索再三以后，我觉得，要让村民认可村党支部、村委会，首先要把村级集体经济做大，这样才能为村民办实事，才能凝聚人心。
怎么做大村级集体经济呢？只有通过招商引资。怎么招商引资呢？我想出一个招数：以商引商。村里不是现有几家绢纺厂吗？这些企业负责人结识的人多，不是可以通过他们吸引其他老板来村里办企业吗？这招还真管用，不久以后，除了招来绢纺厂外，还招来一家锻造厂，一家来自浙江义乌的红木家具厂，到2003年左右，村里有了20多家企业。
我想，招商引资不仅仅是为了村级经济发展，更要把致富百姓当成核心目标。所以，当时村里提出：要把村级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，把百姓致富作为核心目标。这样的提法在省内也是比较早出现的，因此，2006年苏州市委市政府组织村支书到江阴华西村培训时，我作为吴江的村书记代表发言，领队的苏州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就很赞赏这样的目标。
此后的村两委班子就把这一口号作为工作目标。村里引进了明港道桥公司，还有一家水泥厂。这两家企业对村集体的收入贡献不是很大，但是能够吸纳村里很多劳动力，这样就能增加村民的收入。我记得当时大概有四五十个人进明港道桥公司工作，其中一个村民小组有10多名务工人员，一年的工资收入就有30多万元。到了年底 ，这些工人一算，一年的收入超过2万元，以前大家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 
从2000年到2009年，我当了9年村支书，这9年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在实践中我越来越意识到，想要增加农民的收入，必须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。农业虽然也有不小的增收空间，但人均一亩左右的耕地，增收空间毕竟是有限的，而二三产的就业空间、收入提升空间则要大得多。在那9年里，龙降桥村多数村民都进企业务工了，收入增加幅度很大。如今，当年招引来的锻造厂越做越大，已成为解决村民就业的重要渠道。
村集体经济渐渐做大了，村民就业渠道畅通了、收入提高了，接下去，村里还能做什么呢？做村庄环境。
当时村庄环境脏乱差，村边有一条河，河的南边是不能走路的，是很荒的地方。村民甚至把房子建到河道里，整个村庄的交通很糟糕，路都没法走。2006年，为了让村民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，村里进行环境整治，包括集中拆掉一部分违章建筑、一些破破烂烂的建筑，又进行道路建设，包括绿化和河道清淤等。钱从哪里来呢？一部分靠村集体，一部分是靠政策，当时正好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，龙降桥村作为苏州市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示范点，有一部分项目资金。
说实话，一开始搞新农村建设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无从下手。后来村里经过几次商量，才明确了建好一室两园三区的思路。一室是警务室，村民富了，村里有责任把老百姓安居乐业放在第一位，村里就在村口建了一个警务室，里面有监控，还有其他基本设施。以前，特别是到了过年时，村里几乎都会有小偷光顾，建了这个警务室之后，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偷窃现象。就是这间警务室，为2008年全村创建全国民主法制建设示范村打下了基础。两园，一个是农业的，村的东西两面有一个农业产业园，建成了一个将近400亩的设施大棚，种植蔬菜瓜果，现在还很兴旺。三区，是三个自然村的改造。
一室两园三区建设，花了将近2000万元，村集体拿出了四五百万元，企业老板也自愿捐款了，村民感到得到实惠了，现在每户人家都能把车开到家门口。结果，龙降桥村第一批进入苏州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，并得到省有关部门的表彰。
在村里担任支书的这九年，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九年，也是农民经济收入增长最快的九年，农村面貌改变最大的九年。
2009年，我的身份角色变了，我担任震泽镇副镇长，分管农业。
分管农业时，给我印象很深的，是土地流转的事。2010年，我注意到齐心村率先办了一家专业合作社，把土地集中起来，专门生产优质稻米，合作社一共有1000多亩地，生产的长漾牌大米价格卖得很好。我就觉得齐心村的做法值得推广，提出全镇的耕地都要实现流转，把农民分散经营的土地集中起来管理，老百姓可以分红。到2013年，全镇的土地全部流转了。直到现在，这种做法也是吴江区少见的。2010年，镇里正好争取到一个项目，是一个省部合作项目，投资1亿多元，把震泽所有的农田全部改造了一遍，包括道路建设、沟渠涵洞，全部建成了高标准农田。
此后几年里，我的身份角色又有了转变，当过常务副镇长、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协工委主任，2016年退居二线，但我对三农工作仍然一往情深。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基层干部，这30多年里，我感受最深的是农村变化太大了。举个例子，2012年，镇里搞村庄环境整治，每个村都花了很多钱，当时全镇只有三四个村账上有一点存款，另外12个村账上是没钱的，工程款都是欠的。到了2015年底，全镇18个村都有存款，加起来超过1亿元。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因为发展思路变了：每个村都在镇开发区造了标准厂房，村里有了稳定的租金收入。镇里有两个经济薄弱村，也千方百计要脱贫，村集体收入超过了200万元。
可以说，这30多年里，我是震泽镇农村变迁的直接见证人、变迁的参与者。能亲历这样的变迁，参与改变农村面貌，整个过程回想起来都是很幸福、很快乐的。
（注：口述人为吴江区震泽镇原党委副书记、原政协工委主任）

